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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长远还是急功近利：竞争压力下腐败对企业
创新和寻租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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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遏制腐败能否引导企业着眼长远？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实

证检验了腐败程度如何改变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创新和寻租决定。主要结论包括：企业在竞争

压力下会增加创新投入，也会增加寻租支出；遏制腐败能够减少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寻租行

为，但对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滞后所引致的资源错配是

产生挤出效应的主因。研究意义在于：引导企业着眼长远需要同时改善多个制度环境，除了充

分发挥遏制腐败规避急功近利的行为外，还应当注重市场配置资源对引导企业长期战略导向

的作用。研究结论凸显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战略意义，也为反腐败政策提供了

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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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外部压力是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根本因素之一（Delmas和Toffel，2008），成为决定企业成

长方式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一个不容忽视的外部压力

是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竞争有其两面性，既能推动企业着眼长远，也能迫使企业急功近利。

经济学家已经对类似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认为处于困境之中的企业会在生产性创新活动和

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间进行抉择（戈登•图洛克，2008；Baumol，1990）。由于创新成果能够为企

业赢得长期竞争优势和收益（Hansen和Charles，1991），创新又是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袁建

国等，2015），所以创新是企业着眼长远的最佳战略选择。然而，创新投入具有高风险性和产出

滞后性等特征（Rudy和Johnson，2016），加之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主导经济资源分配，因此向官员

寻租从而换取稀缺资源，成为维持自身优势的另一有效手段。鉴于官员的仕途命运具有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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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导致企业急于兑现寻租机会（朱沆等，2016），这恰恰反映了寻租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短

期战略选择。在竞争压力下，企业的创新和寻租行为可能兼而有之，应该如何引导企业增加创

新投入，同时减少寻租支出呢？

制度环境对引导创新和消除寻租至关重要（Baumol，1990；Wu和Huang，2008）。腐败程度

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战略选择造成显著影响（Uhlenbruck等，2006）。已有

研究表明，腐败不仅为寻租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Wu，2009），还会对企业的创新决策产生

直接影响，腐败既可能成为创新的润滑剂，也可能成为其绊脚石（Mahagaonkar，2010）。为了初

步揭示腐败与创新和寻租的关联，本文利用2006—2010年我国省（区、市）层面的数据，通过计

算东、中和西部地区的腐败程度、研发强度和寻租程度加以说明。图1直观地表明了腐败程度的

高低可能是造成创新和寻租在区域间存在分化现象的原因。具体而言，较低的腐败程度对应较

高的研发投入和较低的寻租支出，而较高的腐败程度对应较低的研发投入和较高的寻租支出。

表1的检验结果从统计上呈现了这一特征，即东部地区的腐败程度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但研

发强度和寻租程度显著高于和低于中西部地区。这表明腐败程度较高的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

“重寻租，轻创新”的现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腐败程度较低的东部地区则表现为“重创新，轻寻

租”的现象。以上分析表明，腐败程度可能具有引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同时减少寻租支出的作用。

然而，鲜有文献从制度和压力双重视角考察微观企业在不同战略间的抉择问题，目前针对

腐败和市场竞争程度如何干预企业创新和寻租这一问题，仍有待详细考证。同样不容忽视的

是，由于早期缺乏可靠和系统性的数据，基于腐败问题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Ades和Di Tella，
1999），直至近几年随着数据可获得性的改善，相关的经验研究才不断涌现（Barth等，2009；
Smith，2016；Spencer和Gomez，2011；Uhlenbruck等，2006）。与之相类似，寻租的隐蔽性也直接

导致了企业寻租支出的数据难以获取，造成了长期以来国内的绝大多数研究将关注热点停留

在创新的影响因素上，忽视了对企业寻租行为的探讨。鉴于腐败程度和竞争压力可能会同时影

响创新和寻租的决策，加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腐败问题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因此以此

为切入点，探究在我国企业面临激烈竞争压力的背景下，腐败程度是否是弘扬创新精神、消除

寻租动机的关键制度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将表征长期战略选择的

创新和表征短期战略选择的寻租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腐败程度的降低能否引导

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选择长期导向的战略。主要结论有：第一，竞争压力在激发企业创新

热情的同时，也会迫使企业谋求寻租机会；第二，遏制腐败能够有效压缩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

寻租空间，防止企业的短视行为，但遏制腐败也会削弱政治关联，减少从政府手中获得创新资

源的渠道，进而抑制创新意愿，存在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偏低，尤其表现为

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主导定价以及信贷供给与融资需求错配是引发挤出效应的主要原因。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在Baumol（1990）提出的“制度环境→企业家活动”分析框架

的基础上，引入压力维度，揭示腐败这一制度环境在“压力—战略”关系中的调节机制，丰富了

腐败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路径；其次，本文运用我国企业调查数据，并且同时考虑了制度环

境对生产性活动（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寻租）的影响，在我国情境下验证了Baumol（1990）的
观点，即制度环境通过改变相对报酬进而引导企业家的创新和寻租活动；最后，现有研究尚未

详细考证怎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同时减少寻租活动①，为此，本文选择腐败为切

入点，揭示了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政策能够有效规避企业的短视行为，但仅仅依赖腐败程度的改

①据我们所知，Sobel（2008）、Wiseman和Young（2014）使用美国各州的截面数据，分析制度质量、宗教对地区创新和寻租的影响，但缺少
来自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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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并不能真正引导企业着眼长远而且摒弃急功近利，而是需要与市场配置资源有机结合，共同

改革推进。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竞争压力对创新和寻租的影响

竞争与创新的关系在早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一类观点认为垄断会增加创新投入

（Schumpeter，1947），因为具备垄断势力的大企业普遍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占据较大的市场

份额，这些都为创新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类观点认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才是创新的催

化剂，因为企业不愿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苟延残喘，而是希望利用研发等手段获取竞争优势。

此时，创新的战略性效应（strategic effect）开始显现。Arrow（1962）的早期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作者假定创新是为了降低单位成本，并构造数理模型分析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结果显

示，在创新成果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动

机，而垄断势力阻碍了创新活动。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经验研究都证实了竞争与创新存在正向关系。白明和

表 1    腐败、研发和寻租程度的地区差异检验

地区指标 东　部 中西部 差　值
腐败程度 0.318 0.342 –0.024***

研发强度 1.818 0.887 0.931***

寻租程度 0.078 0.092 –0.014*

　　注：***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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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照万良勇等（2015）的做法，采用“政府廉洁”指数的倒数衡量腐败程度，数据取自王小鲁等（2013）发

布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采用R&D经费投入强度来衡量研发强度，数据取自《中国科
技统计年鉴》；参照陈艳莹等（2012）的做法，采用地区职务犯罪立案数量与年末人口的比值近似刻画寻租程
度，并经地区法律环境修正，以消除法律环境对寻租程度的影响，数据取自《中国检察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

图 1    分地区腐败、研发和寻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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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璋（2006）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以非国有经济比重衡量竞争程度，研究发现竞争

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加发明专利拥有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市场集中度衡量垄断势力的检验

结果表明，垄断显著减少发明专利拥有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Turner等（2010）基于套装软件产

品的研究发现，以赫芬达尔指数（HHI）度量的市场集中度会显著抑制新一代产品的诞生

（generational product innovation）。Correa和Ornaghi（2014）使用美国制造企业样本，分别使用行

业内企业利润率的平均值和行业内企业专利授权数的平均值度量竞争程度与创新，在控制了

可能的内生偏差后，研究发现竞争程度与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张杰等（2014）将勒纳指数作为

竞争的代理变量，发现市场竞争程度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稳健的正向关系。综合上述研究，即

便采用不同的指标度量竞争程度和创新，研究结果也高度一致。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竞争压力会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

寻租本身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再加之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经济领域的市场机

制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完善通常需要一个过程，给企业寻租和官员设阻带来可乘之机。一方

面，随着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企业为了确保原有收益与官员合谋进而获取政府资源或政策优惠

的愿望也愈发强烈，而且寻租数额成为赢得政府资源或政策优惠竞标战的重要砝码。Shleifer
（2004）的研究论证了这一点，作者认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迫使企业寻求互惠型寻租，因为此

类寻租能够帮助企业减少税收支出，进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企业诉诸寻租也可能

是为了回避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因为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复杂的审批程序所造成的耽误可

能直接导致市场份额的损失（Wu，2009）。
诸多学者利用世界银行关于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对新兴国家或亚洲国家的竞争与

寻租关系进行了考察，这些经验结论对中国类似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Venard和
Hanafi（2008）使用新兴国家的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竞争压力显著增加寻租支出。Wu（2009）
基于12个亚洲国家的企业样本，发现竞争对手的数量与是否寻租及发生寻租行为的频繁程度

显著正相关。Alexeev和Song（2013）以及Diaby和Sylwester（2015）分别使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

经济国家的企业样本，发现国内（本地）市场的竞争者数量显著提升寻租支出的比例。近年来，

部分针对中国企业的研究也获得了与之相似的结论。Gao（2010）运用问卷调查方法，基于

132份高层管理人员的有效样本，发现市场竞争与寻租活动的频繁程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

贺小刚等（2015）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市场集中度越低，赶超压力下从事寻租

等败德行为的可能性越高。综合上述研究，企业在竞争压力下通过寻租来维持竞争优势的观点

得到广泛证实。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2：竞争压力会增加企业的寻租支出。

（二）腐败程度的调节效应

制度理论认为，制度环境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张峰等，2016；朱沆等，2016；North，
1990；Peng，2003）。腐败程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环境，会对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创新和寻租

行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腐败程度的上升直接导致法律保障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无形中为原本具有创新意愿

却又缺乏必要创新资源的企业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治关联对正式

制度的替代效应增强，提升了政治关联的获利空间，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获得政治

庇护和融资便利，取得开展研发活动所需的银行贷款、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关键资源和政策

支持的难度大幅减小（朱沆等，2016），有利于企业在竞争压力下做出创新等长期战略性承诺。

尤其对那些市场化进程滞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政府依然掌握着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的

分配权（Wu和Huang，2008），政治关联犹如一把“保护伞”，提高企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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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和银行贷款的概率，直接降低创新活动的成本（袁建国等，2015），成功调动了企业创新的积

极性。与之相反，遏制腐败可能阻碍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创新活动，对长期战略导向产生一定

程度的挤出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3：随着腐败程度加大，竞争压力对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越强。

制度环境和企业所面临的压力会相互交织并显著影响寻租行为（Martin等，2007）。依据此

观点，当腐败程度发生变化时，处于竞争压力之下的企业亦可能改变寻租支出。既有研究表明，

寻租是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Smith，2016），腐败程度愈高，企业寻租的欲望愈强烈（Spencer和
Gomez，2011）。这是因为，腐败导致寻租行为被揭露的概率下降，给对政府资源有觊觎之心的

企业以可乘之机，此类企业乐意利用寻租为自己扫清障碍，会显著增加寻租支出（Collins和
Uhlenbruck，2004）。换言之，反腐败措施降低腐败程度，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确保企业享

有公正的待遇，既不会遭受来自政府部门的“掠夺”，也能够通过合法途径从政府手中获得稀缺

性资源进而谋取竞争优势（李雪灵等，2012），有效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基于这一路径，随着腐

败程度的加大，面临竞争压力的企业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寻租支出。

已有研究直接或间接地验证了腐败程度既可能对寻租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在寻租关系

中起重要的调节作用。You和Nie（2017）运用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结果发现，随

着腐败程度的上升，市场化在遏制寻租方面的作用被显著“侵蚀”。Martin等（2007）的研究表

明，随着法治环境的改善，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achievement orientation）对寻租行为的正向作

用会逐渐减弱。Roa-Henriquez和Hassan（2017）也发现，政府治理质量的不断提升有助于减弱竞

争压力对寻租的正向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4：随着腐败程度加大，竞争压力对寻租支出的正向作用越强。

三、  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鉴于创新投入和寻租支出都是截取（censored）变量，本文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设定模

型如下：
R D i(R S i) = ®+ ¯1£ Com pi + °£ Z i +§Ind + "i (1)

R Di(R S i) = ®+ ¯1£ Com pi + ¯2£ Corri + ¯3£ Com pi £ Corri + °£ Z i +§Ind + "i (2)

其中，RDi和RSi是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企业i的创新投入和寻租支出；Compi是解释变量，

代表企业所承受的竞争压力，也是验证假说1和2的关键变量；Corri是调节变量，代表腐败程

度；Compi×Corri是交互项，也是验证假说3和4的关键变量；Zi是影响企业创新和寻租决策的控

制变量，考虑到腐败程度会直接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和寻租支出，故在模型（1）的控制变量中加

入Corri
①；Ind是行业虚拟变量，控制潜在的行业异质性；εi是随机扰动项。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创新和寻租行为可能对市场结构造成影响（Ades和Di Tella，1999；
Aghion等，2005），直接估计上述模型可能产生因互为因果所引致的内生偏误。因为部分企业更

高的创新水平容易形成垄断，抑制行业竞争程度。与之类似，寻租打破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寻租所带来的政府资源为部分企业创造了竞争优势，进而打破原有市场格局。然而受限于截面

数据，本研究无法使用滞后解释变量的方法控制互为因果，必须引入外生工具变量加以解决。

有鉴于此，本文使用Wooldridge（2010）推荐的非线性模型内生性处理方法（control function
approach）进行估计。

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Correa和Ornaghi（2014）认为一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会影响对外投

①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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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决定，进而对被投资国的行业竞争程度造成显著影响，而一国行业层面的因素难以对他国企

业的个体决策行为造成直接影响，因此投资国行业层面的劳动生产率是理想的工具变量。近年

来，日本、韩国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其劳动生产率对中国行业竞争程度的

影响较为直接。此外，投资决定难以立刻兑现为真正的投资实践，一般需要几年时间加以落实。

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利用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分行业劳动生产率数据构造竞争的工具变量，并

采用数据滞后三年的处理方法。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本文选择世界银行提供的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验证。选择该数据集

的主要原因在于，调查内容涵盖样本企业在2011年的竞争程度、创新技术、融资便利度、政商关

系、劳动力水平以及企业特征等多个方面，囊括了本研究所需的全部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世行

的调查数据提供了企业寻租支出的详细信息，能够更为直接地度量企业寻租行为，这也是国内

外大量关于寻租的研究使用该套数据的主要原因。

样本数据涵盖2700家中国企业，使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采集数据，涉及25个省市和19个行

业。由于样本数据在地区和行业层面上比较分散，因而能有效降低估计误差（张峰等，2016）。本
文剔除主要变量缺失、成立时间晚于2011年和用电成本为0的观测值，同时对主要连续变量在

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以消除异常值的影响。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除工具变量的数据来自EU KLEMS数据库外，其余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调查问卷。

表 2    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类　别 名　称 符　号 操作性定义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被解释
变量

创新投入 RD

近三年企业内部平均研发支
出占2011年销售收入的比
值。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a，
缺失值用0替代。

0.010 4 0.035 6 0 0.25 1.04

寻租支出 RS
企业在2011年向政府官员送
礼或非正规支出的总额占当
年销售收入的比值。

0.001 0 0.006 2 0 0.05 1.04

解释
变量

竞争压力 Comp

管理者感知的“本行业中非
正规竞争者对企业目前正常
经营的干扰程度”，取值为
1表示不存在干扰，取值为
5表示干扰程度非常严重。

1.872 7 0.888 7 1 5 1.08

调节
变量

腐败程度 Corr

管理者认为“腐败对目前正
常经营的阻碍程度”来度量
腐败水平，取值为1至5，数值
越高表示腐败现象越严重。

1.307 3 0.600 2 1 5 1.06

控制
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4.152 2 1.366 9 1.39 10.31 1.22

成立年限 Age
等于2012年减去企业成立
年份。 12.725 1 7.908 9 1 125 1.23

销售额增
长率 SalesGrowth

2009年至2011年的年均销售
额增长率。 0.143 6 0.298 6 –0.23 2.32 1.04

员工受教
育程度 Edu

获得中学及以上学历的员工
占比。 0.601 2 0.301 6 0 1 1.12

劳动生产率 Productivity
2011年的总销售额与当年员
工人数的比值，单位：百万
元/人。

0.585 5 1.206 3 0.02 9.52 2.39

高管工作
经验 Experience 高管的从业年限。 16.337 5 7.520 0 1 55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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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选择管理者感知的竞争压力而非HHI等传统的行业统计

指标，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基于管理者感知的测量方式能够更为精准地捕获

企业层面的竞争压力（聂辉华等，2008），符合同行业企业不同竞争压力的现状（Tang，2006）。
其二，企业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所感知的竞争程度，而非实际竞争环境。这也

解释了为何在相同的竞争环境下，各同业企业却选择截然不同的研发强度（Tang，2006）。其
三，HHI的估计结果不稳定。本文利用《中国大型工业企业年鉴2009》，提取各工业行业中主营

业务收入排名前50的企业，计算HHI并检验竞争与创新和寻租的关系。结果发现以LPJP和

LPSK为工具变量的模型中，HHI系数符号相反且各自在1%的水平上显著，印证了Tang（2006）、
Greenhalgh和Rogers（2006）的观点，即至少在“竞争—创新/寻租”的研究中，HHI等行业集中度

指数并非代理竞争的理想指标。同理，由于企业的战略决策更多地受制于自身感知的制度环

境，主观性较强，所以相比区域层面的客观测评指标，基于管理者感知的腐败程度能够更为精

确地捕捉企业作为经济个体所面临的外部压力。

四、  实证检验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列示了竞争压力与创新和寻租的检验结果。前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新投入，依次以

LPJP、LPSK和LPUS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Comp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竞争压力能

够显著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假说1得到验证。后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寻租支出，使用各工具变

量的结果显示，Comp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竞争压力也会显著增加寻租支出，假

说2得到验证。以上结果也印证了创新和寻租可并行不悖的观点（Rudy和Johnson，2016）。
控制变量方面，Corr系数在后3列中显著为正，表明腐败为企业与政府间的权利寻租开启

了便利之门。Size系数显著为正，支持熊彼特观点。Age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初创企业有更强的
创新激励和增长压力。SalesGrowth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已经具备较高增长率的企业不愿承担

 

表 2  （续）

类　别 名　称 符　号 操作性定义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控制
变量

产权性质 State 是否为国有企业。 0.034 6 0.182 7 0 1 1.06

出口强度 Export
2011年直接和间接出口销售
占比的总和。 0.108 7 0.246 3 0 1 1.07

员工培训 Training 是否对员工培训。 0.851 6 0.355 6 0 1 1.06

技术差距 TechGap
具体参见Hashmi（2013）的
测度方法。 0.941 0 0.117 6 0 1 2.34

减少政府
干预 Gov

《中国市场化指数》的分项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7.458 8 1.882 4 3.43 10 1.04

工具
变量

日本分行
业劳动生

产率
LPJP

2008年行业总增加值与当年
行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基于
ISIC二分位行业数据，单位：

百万元/人（经汇率换算）。

0.464 8 0.185 6 0.18 0.80 2.61

韩国分行
业劳动生

产率
LPSK 0.266 2 0.167 4 0.07 0.71 3.38

美国分行
业劳动生

产率
LPUS 0.603 6 0.283 5 0.19 1.51 3.28

　　注：a参见Benner和Ranganathan（2012）、Hirshleifer等（2013）、Giarratana和Mariani（2014）、
Seru（2014）、倪骁然和朱玉杰（2016）、Lewis和Tan（2016）、Krolikowski和Yuan（2017）的研究，下文将检验
该方法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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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违法风险。Edu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受教育年限与冒险精神负相关，而与守法意识正相
关。Productivity系数显著为正，标志着生产率与创新或寻租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哺效应。Experience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管丰富的工作经验不仅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长期积累的人脉
为寻租提供了便利条件。Stat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意愿和更牢固的寻
租基础。Export与创新和寻租负相关，前者表现出“锁定”效应，即出口比例更高的企业将优势
锁定于低成本和低价格上，从而忽视了自主创新能力（张杰等，2007）；后者表明肩负平衡外汇
和扩大就业等重任的出口企业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能够有效削弱政府设租动机，同时也能抑
制企业寻租需求（Lee等，2010）。Training系数显著为正，印证企业开展培训活动有助于提升员
工的创新能力。TechGap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技术落后的企业面临较大的赶超压力。Gov系数显
著为负，预示简政放权是打击寻租的有效手段。

表 3    竞争压力与创新和寻租

变　量
RD RS

（1） （2） （3） （4） （5） （6）
LPJP LPSK LPUS LPJP LPSK LPUS

Comp
1.060 0*** 1.000 7*** 0.955 4*** 1.078 1*** 0.950 3*** 0.843 3***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6 1） （0.006 1） （0.006 0）

Corr 0.001 6 0.001 6 0.001 6 0.025 0*** 0.025 0*** 0.025 0***

（0.709 0） （0.709 0） （0.709 0） （0.000 0） （0.000 0） （0.000 0）

Size
0.075 2*** 0.069 3*** 0.067 5*** 0.081 5*** 0.069 5*** 0.062 3***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7 6） （0.007 8） （0.008 0）

Age
–0.007 3*** –0.006 8*** –0.006 6*** –0.008 0*** –0.007 1*** –0.006 3***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4 0） （0.003 8） （0.003 6）

SalesGrowth
–0.043 8*** –0.037 3*** –0.034 1*** –0.076 6** –0.065 2** –0.054 9**

（0.001 6） （0.004 5） （0.007 6） （0.026 1） （0.031 4） （0.038 9）

Edu
–0.066 2*** –0.040 1*** –0.046 1*** –0.100 0*** –0.070 2*** –0.071 6***

（0.000 2） （0.006 9） （0.003 0） （0.005 1） （0.005 5） （0.005 4）

Productivity 0.006 6 0.016 1*** 0.010 7** 0.016 1*** 0.017 8*** 0.015 6***

（0.138 0） （0.001 8） （0.022 5） （0.000 4） （0.000 6） （0.000 4）

Experience
0.002 8*** 0.002 4*** 0.002 3*** 0.002 0*** 0.001 6*** 0.001 6***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1 4） （0.001 4） （0.001 5）

State
0.360 5*** 0.333 8*** 0.316 4*** 0.433 3*** 0.379 1*** 0.339 2***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4 9） （0.004 7） （0.004 6）

Export
–0.043 9*** –0.043 9*** –0.043 9*** –0.028 3* –0.028 3* –0.028 3*

（0.001 6） （0.001 6） （0.001 6） （0.055 4） （0.055 4） （0.055 4）

Training
0.310 8*** 0.296 9*** 0.283 4***

（0.000 0） （0.000 0） （0.000 0）

TechGap 0.061 5 0.151 6*** 0.092 2**

（0.106 9） （0.000 6） （0.020 7）

Gov
–0.065 4*** –0.057 7*** –0.051 4***

（0.006 3） （0.006 2） （0.006 2）

Constant
–2.584 5*** –2.541 5*** –2.377 2*** –1.880 4*** –1.669 9*** –1.490 5***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3 8） （0.003 6） （0.003 3）

r
–1.047 1*** –0.987 9*** –0.942 5*** –1.070 6*** –0.942 8*** –0.835 8***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6 5） （0.006 5） （0.006 5）

第一阶段IV –0.188 8* –0.183 1* –0.106 5* –0.176 0* –0.162 4 –0.108 8*

（0.062 6） （0.093 2） （0.086 7） （0.073 8） （0.134 4） （0.076 1）
Industry FE Y Y Y Y Y Y
Pseudo R2 1.74 1.74 1.74 0.49 0.49 0.49
Chi-suqare 751.14 751.14 751.14 108.50 108.50 108.50

N 2 333 2 333 2 333 1 939 1 939 1 939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p值，***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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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方面，残差r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实了竞争压力与创新或寻

租之间存在内生问题。第一阶段简约方程的回归中，工具变量的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

与竞争压力显著相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将创新投入和寻租对竞争压力与其他控制变量

进行回归并保存回归残差，然后将残差与LPJP、LPSK和LPUS进行回归，发现工具变量对残差

没有显著影响，证明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即工具变量对创新投入和寻租支出没有直接影响。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本文所设定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表4列示了竞争压力、腐败程度与创新和寻租的检验结果。Comp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创新和寻租皆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根据前3列的估计结果，

CompxCorr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腐败程度显著增加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创新投

入。换言之，遏制腐败会弱化竞争压力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验证

了假说3。后3列的结果显示，CompxCorr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体现了腐败程度的上升会显

著激发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寻租动机。换言之，遏制腐败有助于铲除滋生寻租的土壤，并且会

进一步弱化竞争压力对寻租的诱发效应，验证了假说4。

表 4    竞争压力、腐败程度与创新和寻租

变　量
RD RS

（1） （2） （3） （4） （5） （6）
LPJP LPSK LPUS LPJP LPSK LPUS

Comp
0.969 4*** 0.946 8*** 0.921 4*** 0.760 6** 0.637 7** 0.646 7**

（0.000 0） （0.000 0） （0.000 0） （0.031 8） （0.042 5） （0.023 5）

Corr
0.014 0*** 0.018 8*** 0.014 4*** 0.037 8*** 0.050 1*** 0.040 6***

（0.002 8） （0.000 7） （0.002 6） （0.000 0） （0.000 0） （0.000 0）

CompxCorr
0.018 5*** 0.013 7** 0.015 2** 0.021 9*** 0.025 1*** 0.022 9***

（0.005 4） （0.027 9） （0.014 7） （0.000 0） （0.000 0） （0.000 0）

Size
0.069 4*** 0.066 5*** 0.065 8*** 0.057 1** 0.046 9** 0.047 8**

（0.000 0） （0.000 0） （0.000 0） （0.038 0） （0.048 8） （0.028 9）

Age
–0.006 6*** –0.006 5*** –0.006 3*** –0.005 8** –0.004 8** –0.004 9**

（0.000 0） （0.000 0） （0.000 0） （0.021 3） （0.029 9） （0.015 9）

SalesGrowth
–0.038 7*** –0.036 0*** –0.034 4*** –0.051 3 –0.042 0 –0.042 1*

（0.004 7） （0.006 0） （0.006 9） （0.101 3） （0.128 5） （0.089 6）

Edu
–0.052 9*** –0.038 9*** –0.042 9*** –0.071 9** –0.057 9*** –0.059 4**

（0.003 0） （0.008 2） （0.005 3） （0.023 4） （0.010 0） （0.011 0）

Productivity
0.009 9** 0.015 2*** 0.012 3*** 0.013 9*** 0.013 5*** 0.013 2***

（0.019 4） （0.002 4） （0.006 9） （0.000 9） （0.004 3） （0.001 3）

Experience
0.002 5*** 0.002 3*** 0.002 3*** 0.001 6*** 0.001 4*** 0.001 4***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4 6） （0.004 1） （0.002 2）

State
0.322 4*** 0.311 9*** 0.302 3*** 0.304 2** 0.259 2** 0.260 8**

（0.000 0） （0.000 0） （0.000 0） （0.028 6） （0.033 9） （0.019 4）

Export
–0.037 8*** –0.038 6*** –0.038 1*** –0.020 5 –0.019 1 –0.019 2
（0.006 7） （0.005 7） （0.006 3） （0.116 0） （0.156 5） （0.152 7）

Training
0.289 3*** 0.284 7*** 0.276 6***

（0.000 0） （0.000 0） （0.000 0）

TechGap
0.087 7** 0.137 6*** 0.106 2***

（0.016 5） （0.001 6） （0.006 0）

Gov
–0.046 3** –0.038 7** –0.039 3**

（0.032 1） （0.044 1） （0.024 7）

Constant
–0.592 2*** –0.633 1*** –0.591 7*** 0.098 1 0.074 1 0.073 5
（0.000 0） （0.000 0） （0.000 0） （0.219 9） （0.297 0） （0.261 0）

r1
–0.932 4*** –0.914 6*** –0.887 2*** –0.729 0** –0.605 4* –0.615 5**

（0.000 0） （0.000 0） （0.000 0） （0.039 5） （0.053 9） （0.03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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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文类似，残差r1和r2的联合显著性F检验的结果表明，所有模型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证实了竞争压力与创新和寻租之间存在内生问题。工具变量及其交互项的系数分别在

10%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残差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

各工具变量不会对创新和寻租产生直接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设定如下三类稳健性检验：首先，尽管用0替代研发缺失值是现有文献中常见的做法，

但对替换是否造成偏差仍需谨慎评估。为此，本文将是否进行创新投入（RDdum）作为被解释

变量重新估计，同时遵循Koh和Reeb（2015）的建议，在回归模型中增加是否报告创新投入的虚

拟变量（Report）进行调整。其次，针对被解释变量是百分比的情形，Papke和Wooldridge（1996）
推荐采用广义线性模型框架下的分数响应模型（fractional response model）来处理类似问题，模

型使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法（QMLE），具体设定如下：

E (yijx i) = G(®+ ¯1Com pi + ¯2Corri + ¯3Com pi £ Corri + °Z i +
X

Ind + "i) (3)

G(¢) ´ ©(¢)其中，yi表示RDi和RSi，xi表示由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 是标准正态

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最后，本文将日韩美分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LPJPSKUS以及加权平均劳

动生产率LPJPSKUSw①和LPJPSKw作为补充的工具变量。

表5中的Panel A报告了缺失值替换的可靠性。前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RDdum，采用probit模
型估计的结果显示，竞争压力除了显著影响研发强度外，还会显著影响企业是否研发的决定，

同时腐败程度会进一步推动这一决定的实施，表明竞争压力及其与腐败程度的交互作用会提

升企业的创新意识。后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RD，通过增加Report进行调整并采用tobit模型估计，

结果显示Comp和CompxCorr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证明了替换缺失值的做法并未对实证

结果造成显著影响。Panel B报告了分数响应模型的估计结果。Comp和CompxCorr对RD和RS均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即使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竞争压力的直接效应以及腐败程度的调节

效应也仍然成立。Panel C报告了替换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比，Comp和
CompxCorr的系数符号、大小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整体而言，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较

好的稳健性。

 

表 4  （续）

变　量
RD RS

（1） （2） （3） （4） （5） （6）
LPJP LPSK LPUS LPJP LPSK LPUS

r2
–0.021 9*** –0.017 6*** –0.019 6*** –0.023 3*** –0.024 5*** –0.023 2***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F检验
29.259 3*** 29.012 8*** 30.245 1*** 21.712 8*** 22.665 0*** 20.591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第一阶段IV –0.188 8* –0.183 1* –0.106 5* –0.176 0* –0.162 4 –0.108 8*

（0.062 6） （0.093 2） （0.086 7） （0.073 8） （0.134 4） （0.076 1）

第一阶段IV交互项
2.664 5*** 2.462 9*** 1.744 8*** 2.664 5*** 2.462 9*** 1.744 8***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Industry FE Y Y Y Y Y Y
Pseudo R2 1.79 1.78 1.78 0.70 0.76 0.72
Chi-suqare 774.05 767.93 771.33 156.57 169.77 160.52

N 2, 333 2, 333 2, 333 1, 938 1, 938 1, 938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p值，*** p<0.01，** p<0.05，* p<0.1。

①权重为2011年日韩美对华实际外商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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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挤出效应的产生机理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腐败会增加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创新投入，而降低腐败程度会对创

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前文的理论分析认为，市场化进程滞后所引起的经济资源错配可能是遏

制腐败引发挤出效应的主要原因。在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具有主导权的地区，地方官员对创新

资源的分配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处于这一环境中的企业倾向

于通过政治关联等手段为自己的创新活动扫除障碍（Krammer，2017）。随着腐败程度的降低，

政治关联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Faccio，2006），企业通过政治关联取得开展创新活动所需的

银行贷款、研发补贴、税收减免等关键资源和政策支持的难度加大（朱沆等，2016），严重打击其

创新积极性，进而减少创新投入。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地区，政治关联对创新资源分配的影响

有限，上述“腐败程度→政治关联→创新资源→创新投入”的链式作用难以形成，从而不存在挤

出效应。根据这一推断，本文分别按照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及其分项，将样本划分为高组

和低组，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验证挤出效应的形成是否与资源配置主体的差异有关。

市场化进程由五个指标测度，分别是总得分（Marketization）、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

（Resource）、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Price）、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Credit）以及融资约

束程度（Financing）。其中，前四个指标的数据均取自樊纲等（2011）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

总得分及分项。尽管该数据截至2009年，但上述指标在此之前的数年内未发生明显变动，于是

沿用2009年的数值。依照惯例，本文将各地区得分的中位数作为分组依据，当某地区得分高于

中位数时认定为高组，低于或等于时认定为低组。融资约束的数据来自世行调查问卷，基于融

资便利度调查中“企业融资状况是否对目前正常经营构成障碍”这一题项创建。本文将构成融

资障碍的企业视为存在融资约束，其余无障碍的企业则视为不存在融资约束。

表6的Panel A以Marketization作为分组变量，结果显示，腐败与竞争压力的调节效应仅在

市场化进程总得分较低的样本组中显著为正，说明在较低的市场化总体水平之下，挤出效应凸

显的概率更高。相反，在市场化进程总得分较高的样本组中，CompxCorr系数大幅减小且未达

到显著水平，表明不存在挤出效应。综上所述，滞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与挤出效应的产生存在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Panel A
被解释变量：RDdum 被解释变量：RD

LPJP LPSK LPUS LPJP LPSK LPUS

Comp
13.258 8*** 12.515 5*** 11.946 3*** 0.328 4*** 0.310 3*** 0.296 4***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CompxCorr
0.202 2** 0.179 2** 0.191 7** 0.009 8*** 0.004 9*** 0.006 1***

（0.034 2） （0.044 3） （0.032 7） （0.000 0） （0.000 0） （0.000 0）

Panel B
被解释变量：RD 被解释变量：RS

LPJP LPSK LPUS LPJP LPSK LPUS

Comp
8.836 0*** 8.342 9*** 7.965 2*** 15.392 0** 13.567 1** 12.038 5**

（0.000 0） （0.000 0） （0.000 0） （0.016 4） （0.016 3） （0.016 2）

CompxCorr
0.175 3*** 0.112 6* 0.131 4** 0.415 8*** 0.455 5*** 0.416 9***

（0.007 7） （0.065 2） （0.030 9） （0.000 0） （0.000 0） （0.000 0）

Panel C
被解释变量：RD 被解释变量：RS

LPJPSKUS LPJPSKUSw LPJPSKw LPJPSKUS LPJPSKUSw LPJPSKw

Comp
0.979 9*** 1.002 6*** 1.038 9*** 0.900 3*** 0.948 3*** 1.028 3***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6 0） （0.006 1） （0.006 1）

CompxCorr
0.017 0*** 0.017 9*** 0.017 9*** 0.023 2*** 0.022 8*** 0.023 0***

（0.007 6） （0.005 8） （0.006 3） （0.000 0） （0.000 0） （0.000 0）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p值，***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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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前文的推断，并且与胡永刚和石崇（2016）的理论模型结论

不谋而合。然而，市场化总体指数内含政府与市场关系、产品及要素市场发育等多个方面，是一

个涉及面较广的指标，难以回答经济资源错配是否是市场化滞后背景下造成挤出效应的直接

诱因。有鉴于此，表6中的Panel B至Panel E以这些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分项或细项作为分组变

量，作进一步检验。

Panel B以Resource作为分组变量，结果发现，在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相对偏低的情况

下，CompxCorr的挤出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反，在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相对偏高的

情况下，CompxCorr系数的显著性下降甚至不再显著，表明挤出效应减弱甚至消失。Panel C以
Price作为分组变量，结果显示，当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较低时，CompxCorr在1%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现出强烈的挤出效应。而当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较高时，CompxCorr的系数

未达到显著标准，说明不存在挤出效应。Panel D以Credit为分组变量，结果显示，当信贷资金市

场化分配程度较低时，CompxCorr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信贷资金配置不合理时，腐败程度的

降低容易形成挤出效应。Panel E以Financing为分组变量，结果表明，当企业存在融资约束时，

CompxCorr系数的显著水平相对更高，表明挤出效应尤为严重。以上结果验证了前文推断，即

市场化改革滞后所引发的资源错配，尤其表现为政府掌握过多的经济资源配置权和定价权以

及信贷供给与融资需求的错配现象是加剧乃至产生挤出效应的直接诱因。

六、  结论与启示

如何引导企业着眼长远并且摒弃短视行为，是摆在政府决策者面前的难题。本文基于世界

银行提供的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将创新与寻租分别象征长期和短期战略选择，发现遏制

腐败和市场配置资源必须双管齐下才能引导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选择长期导向的战略。

表 6    挤出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3） （4） （5） （6）

LPJP LPSK LPUS

Panel A
市场化进程总得分（Marketization），被解释变量：RD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CompxCorr 0.013 6 0.019 5** 0.008 7 0.018 0** 0.014 1 0.015 0*

（0.183 3） （0.025 0） （0.366 2） （0.033 5） （0.149 3） （0.066 0）

Panel B
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Resource），被解释变量：RD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CompxCorr
0.022 0* 0.023 4*** 0.009 1 0.023 8*** 0.010 9 0.023 5***

（0.059 4） （0.007 7） （0.370 6） （0.006 3） （0.303 5） （0.004 3）

Panel C
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Price），被解释变量：RD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CompxCorr 0.016 2 0.029 7*** 0.008 9 0.027 5*** 0.007 8 0.029 8***

（0.104 1） （0.001 2） （0.334 1） （0.002 1） （0.388 2） （0.000 5）

Panel D
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Credit），被解释变量：RD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CompxCorr 0.015 2 0.019 3** 0.010 2 0.017 9** 0.015 4 0.015 2*

（0.140 4） （0.029 6） （0.294 0） （0.038 2） （0.119 7） （0.069 1）

Panel E
融资约束（Financing），被解释变量：RD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CompxCorr
0.019 7** 0.024 8* 0.015 3** 0.020 9 0.016 2** 0.025 9**

（0.015 1） （0.066 7） （0.044 5） （0.139 1） （0.035 7） （0.046 2）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p值，***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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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包括：第一，竞争压力在增加创新投入的同时，也会增加寻租支出。第二，遏制腐败能

够有效压缩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寻租空间，但遏制腐败也会通过“腐败程度→政治关联→创新

资源→创新投入”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抑制创新投入，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对挤出效应的

产生机理作进一步考察后发现，挤出效应只在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主导定价以及信贷供给与

融资需求错配的情况下显著存在，随着市场主导经济资源的比重上升，挤出效应消失。

以上结论为引领中国企业着眼长远的制度环境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凸显了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意义，也为当前的反腐败政策提供了有力佐证。此外，研究结论对

企业自身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体的政策和管理启示如下：

首先，研究发现佐证了在中国情境下，政府引导企业立足长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多个

制度环境共同改革推进，顾此失彼的制度安排容易产生“制度弊端”。就本文而言，反腐败政策

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管理者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但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情况下，也会打击企

业管理者着眼长远的意愿。因此，中央及各级政府在加大力度惩治腐败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利用竞争、价格、供求机制调配创新资源，对创新活动所给

予的补贴、资助或税收减免应公开透明并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通过打消企业的创新顾虑来减弱

乃至避免不平衡状态所引发的挤出效应。

其次，研究结论证实了构筑反腐败的长效机制对抑制企业短视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为当前

反腐败政策提供了有力佐证。铲除腐败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前提，不仅有效阻止政府官

员的设租行为，而且有助于企业获得公正的待遇并有同等机会获取政府的稀缺资源，降低主动

寻租的倾向。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来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

权，通过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来规避利益输送型的政治关联，通过增加违法成本来

震慑设租和寻租行为。

最后，就企业管理者而言，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牢记创新才是企业走向成功、保持长期

竞争优势的金钥匙，而非寻租。近期的中兴禁售事件①也再次凸显了中国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企业应当加大自身的研发投入，积极开展研发合作，并且合理合法

地利用技术外溢来提升创新能力。具体的实现路径包括：引进国外高科技人才充实研发力量；

与科研院所深度交流合作激发创新灵感；建立海外研发机构从而零距离地接触国际先进技

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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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how to help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et out of the low-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maintain long-
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s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A key to solve th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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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get rid of short-sighted and short-term benefits. In addition to placing our
hopes on the changes of enterprises themselves, policymakers of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abolish the
disadvantages and create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at encourages enterprises to focus on long-term
development. As far as we know, what kind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an guid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pursue long-term strategies and abandon short-sighted behaviors remains unclear. Given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this paper takes innovation and rent-seeking as symbols of long-term and short-term
strategies respectively, and uses different empirical methods to examine how the degree of corruption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hanges the innovation and rent-seeking decision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 competitive press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World Bank China-enterprise survey, this
paper uses control function approach to solve the endogeneity in regression models and then runs tobit
models. In order to use this method, we need to add additional exogenous variables as instrument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and related literature, we choose the labor productivity data by industry from
Japa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This paper finds that anti-corruption can
lead enterprises to choose long-term oriented strategies but  require some prerequisit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Enterprises  increase  innovation  investments  and  rent-seeking
expenditures simultaneously under competitive pressure. （2） Anti-corruption not only reduces rent-
seeking expenditures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results in a significant crowding-out effect, which means
less investments in innovation. A further empirical test of this paper finds that resource misallocation
caused by the lag of marketization reform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crowding-out effect.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ones after we conduct several robustness checks by testing the reliability of
replacing missing R&D values with zeros or using fractional response regression to reestimate our
models.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highlight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market in determin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provide a strong evidence for China’s anti-corruption policies. Moreover,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s for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irstly, our findings show that in order to guide enterprises to form a long-term strategic development
concep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wo or more relate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t the same time. Anti-
corruption avoids enterprises to pursue short-term benefits, besides which it is also essential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especially to play the role of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o relieve the misallocation between credit supply and financing demand. Secondly, our
findings  confirm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training corporate short-sighted behaviors. Specifically, policymakers can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on resource allocation by narrowing their discretion. They can also circumvent the
dark sid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by reduc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microeconomic activities, or
root out rent-seeking by increasing illegal costs. Finally, corporate managers should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bear in mind that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s the golden key to
maintain  long-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nterprises  can  enhanc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rough attracting  foreign  high-tech  talents,  cooperating  with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establishing overseas R&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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